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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30个省份(剔除西藏)高耗能行业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聚焦碳排放量与碳排放强度

两方面，对低碳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果及影响路径加以评估，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结果表明，试点省

份高耗能行业的碳排量与排放强度相比于非试点地区具有明显程度的降低，这种减排量与强度的降低主要

是通过促进产业升级以及提高绿色创新技术实现，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中部地区，东西部地

区高耗能行业的碳减排效果更明显；人力资本弱的地区因为技术创新空间大，减排效果也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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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nergy-intensive industries in 30 provinces (excluding Tibe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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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ulti-stage dual difference model focuses on the two aspects of carbon emission and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and impact path of the low-carbon pilot 
policy are evaluated, and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are give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rbon emission and emission intensity of the energy-intensive industries in the pilot provinces 
a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compared with the non-pilot areas, and this reduction and intensity is 
mainly realized through the optimization of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Further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entral region, the energy-intensive industries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more effec-
tive; the areas with weak human capital are more effective with larg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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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 BP 资料显示，中国自 2006 年碳排放总量达到 6656 万吨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碳排放国家。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气候问题，各国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战略规划，低碳试点地区先行即是我国应对

气候变化的一项重大政策，国家发改委分别于 2010 年、2012 年发布列入低碳试点地区的名单，并且在

2017 年扩大了试点范围。面对国家“3060”战略目标的紧迫挑战，以节能降耗占比过半的高耗能行业入

手，评估该项管理政策的效果及其在促进各地减排路径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不仅有助于测度绿色发展背景下政策参与者的资源投入和进入程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试点地

区高耗能产业低碳升级动能的激活程度与行动逻辑。 
随着低碳试点工作的不断推进，与其相关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在碳排放驱动因素方面，学者主要研

究了行业技术、工业聚集度、人口规模以及经济发展水平[1] [2] [3]等对碳排放的影响。候勃等[4]以上海

市为例研究了城市绿地面积对碳排放的影响，原嫄等[5]在研究中发现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引起的碳排放变

动的主要因素，可见，目前碳因素成为研究重点，碳减排驱动因素的分解及演化机理正在被逐渐破解。

也有较多学者围绕低碳试点政策，对其执行效果、影响路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通过研究发现低碳

试点政策的实施不仅具有一定的减排效应[6] [7]，也具有一定的经济效应，宋弘等[8]利用多期双重差分

法评估了低碳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田淑英等[9]基于企业层面探究了低碳试点政策对企

业效绩的显著正相关性影响，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的规模经济，同时，低碳试点地区的低碳转型将影响社

会需求，从而鼓励更多的企业调整生产，并通过改变就业人数来影响企业层面的就业水平[10]。目前，学

界对于碳减排路径分析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技术创新和结构优化[11] [12] [13]，然而鲜少文献以高耗

能行业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对其产生的影响。 
研究发现，高耗能行业多处于产业链上游，其产品作为下游产业的投入要素，对能源消费端的影响

具有传导性和交互作用性。也就是说，高耗能行业的碳排放对应于国家治理理念，研究中有必要开展国

家应对气候变化的系列政策对其减污降碳效果和路径的跟踪，既利于探索碳排放双控的客观倒逼作用，

同时通过主观建构途径的探索，以期为搭建国家生态文明治理体系提供一定的决策支持。通过梳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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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发现，虽然现有的研究针对低碳试点相对丰富，但是仍有些领域需要扩展研究：第一，大多数文献

基于城市、省份、企业层面进行研究，针对高耗能行业的研究鲜少，高耗能行业作为主要的碳排放行业，

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是否会对其产生影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第二，现有的文章多从碳排放量或碳排放

强度等单一方面进行政策效应评估，导致评估结果不够全面。本文拟综合两者同时开始探究，根据政策

的实施选取了符合条件的全样本数据以期进行更全面的评估，在实践意义上希望为进一步扩大低碳试点

区域提供实证证据，助力“双碳”目标早日实现。 

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十四五”时期，我国已进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

新发展格局，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我国必须加快经济发

展方式绿色转型。我国适时提出“双碳”目标并继续开展低碳试点工作，以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为

目标，进一步明确了降碳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以及实现路径，中国在 2010 年开展了首批“五省八市”

的低碳试点工作，随后又开展了第二批第三批试点工作。Song et al. [14]研究发现，通过开展低碳政策，

试点城市单位 GDP 碳排放减排率普遍优于非试点地区。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有效实现了公平性碳减

排，主要通过提高绿色创新水平和工业用能效率的途径实现减排[15]，而实现碳减排是否存在别的路径本

文进行了进一步探索。 
低碳试点政策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导，采取市场化机制，鼓励企业和机构积极参与的低碳发展策略。

其主要目的是探索绿色发展模式，推广低碳技术，制定绿色标准，减少碳排放。因此随着低碳政策实施，

政府对环境进行规制，在碳减排的刚性约束和试点城市日益增长的绿色生活需求下，传统的产业竞争模

式不会被市场或政府所接受。绿色产品的市场空缺将吸引更多与清洁技术相关的外国投资，并刺激当地

企业进行低碳技术创新和清洁生产，从而促进区域绿色经济的发展[16]。Song H [17]指出政府通过提高碳

排放成本，倒逼高碳排放企业发展低碳技术，主动变革，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碳排放，加快实现绿色

经济增长。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低碳试点政策有助于减少碳排放量、降低碳排放强度。 
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与产业结构升级密切相关。产业结构升级是基于区域资源禀赋特征，产业结构

内部资源配置持续合理、产业效率持续提高的动态过程[18]。通过实施低碳政策能够优化地区产业结构，

促进产业升级，推动产业间协调发展，从而降低地区整体的碳排放。从各省份的产业结构来看，不同产

业的碳排放量占比中第一产业碳排放量占比最低，第二产业碳排放量占比较高且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

而第二产业中工业占比较大，主要以高耗能高排放量行业为主。由此可见，产业结构是影响各省份高耗

能行业碳排放量的主要因素，产业结构的长期合理化有利于碳排放量的减少。通过实施低碳试点政策，

生产要素的流动将发生变化，可以有效改善资源的引导方式，从低生产率企业到高生产率企业，从而提

高资源使用效率[19]。 
同时低碳试点政策具有刺激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外部性，能够促进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集聚，升

级高耗能产业，实现低碳经济发展。在该政策下，宏观方面相关的试点地区会加强宏观调控，进行地区

产业优化，使不同产业协调发展。微观方面各企业会主动适应政策的变化，加强企业结构调整，进行产

业升级或者低碳转型，提高技术与装备水平，增加经济效益，全面提升市场竞争力[20]。由于高耗能行业

的特殊性，其成本管理较高，低碳政策的实施导致其利润减少，有些企业可能会选择迁出试点地区或者

进行技术升级从而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向清洁能源的转变，达到城市整体产业结构优化目的，最终，源源

不断的进化型企业实现了整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9]。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低碳试点政策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实现碳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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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技术创新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也是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平衡的关键点。R. Florida [21]
指出低碳试点城市建设的关键任务之一是加快试点城市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应用，以期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的战略目标。目前，针对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是否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

与其他城市政策相比，低碳城市政策更关注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试点地区政府也将充分发挥综合治理

效应，加强城市环境监管，在控制碳排放以外的各种资源环境领域，对城市绿色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

促使企业生产更清洁、低碳、环保的产品[22]。遵循成本假说认为政府通过环境规制将增加企业减排治污

成本从而削减研发投入抑制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而波特假说则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将促进企业创新，提

高企业的竞争力，减少碳排放，目前大多数学者也证明了此观点。 
一方面，创新理论表明外部融资是制约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低碳试点城市政府能够利用市场

化政策工具降低绿色技术创新成本，通过开展财政补贴、绿色信贷等绿色金融政策的相关部署，为企业

绿色转型提供外部金融支持[23]。绿色金融政策对于创新方面可能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为其提供了融资

的便利性，缓解了技术改造过程中的资金压力，进而提高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在低

碳治理下，随着企业绿色技术的提升，地方政府逐渐要求高耗能行业减少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企业将

实施清洁生产模式，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强度，从而改变地区的能源消费结构，具体而言，高耗能行

业属于高能耗行业，其能源利用率低，单位产品能耗较高，节能减排潜力大。从长期经济效率的角度来

看，低碳试点政策改善了企业的要素配置，减少了对低效部门的要素投入，增加了对高效部门的要素投

入，并增加了每单位能源的产出[24]，从而在源头上实现碳减排。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低碳试点政策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促进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善从而实现碳减排。 
图 1 为低碳试点政策对碳排放影响的作用机制图。 
 

 
Figure 1. Mechanism of action in Fig 
图 1. 作用机制图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构建 

本文采取多期 DID 的方法评估低碳试点政策对碳排放情况的影响，该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

部因素和不同样本选择带来的偏差。依据省份是否实施低碳试点政策划分处理组和对照组，实施低碳试

点政策的省份高耗能行业作为处理组，则未实施的为对照组。DID 通过比较政策实施前后处理组和对照

组的变化情况得到“干净的政策效应”。在借鉴 Beck 等[25]的做法构建模型如下： 
lnYit = β + β1didit + βitcontronlit + δi + γt+εit                         (1) 

其中，下标 i 表示省份，t 表示年份；lnYit 为因变量，本文对因变量取对数处理，以关注试点政策对于

因变量变化量的影响；didit 为核心解释变量，即双重差分变量；contronlit 表示一组控制变量；δi 表示个

体固定效应，控制不同省份高耗能行业个体之间的差异，γ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控制不同年份之间的差

异；εit为随机误差项。β1为核心系数，表示低碳试点政策对高耗能行业影响程度。如果 β1 < 0 且显著，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5519


董婷婷 等 
 

 

DOI: 10.12677/orf.2023.135519 5169 运筹与模糊学 
 

则意味着与非试点省份相比，试点省份的高耗能行业碳排放水平降低，凸显出试点政策碳减排的有效性。 

3.2. 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3.2.1. 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在样本选择上选取了除西藏以外的 30 个省份 2008~2019 年的数据作为研

究样本。低碳试点政策分别在 2010 年、2012 年、2017 年实施了三批试点，样本范围内的低碳试点省共

有 10 个。本文的碳排放数据来源于中国碳排放核算数据库[26]，其他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工业统计

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 

3.2.2.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高耗能行业的碳排放量并对其进行取对数的处理

(lnCO2)；另一个被解释变量为碳强度(CI)，它反映了行业的排放水平，定义为每单位的碳排放量取对数。

核心解释变量为是否为低碳试点省份高耗能行业(did)，定义为高耗能行业当年是否实施低碳省份试点政策，

是取值为 1，否取值为 0。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时间分别为 2010 年、2012 年和 2017 年，由于前两批政策

发布的时间都在当年 10 月份之后，参考邓翔[27]做法将其政策实施时间确定为 2011 年和 2013 年，并且 2017
年多以城市为试点对象，不符合本文的研究对象选取，故选用前两批试点省份的高耗能行业为对象。 

2) 控制变量：参考以往研究[28] [29]对控制变量的控制，本文选取了以下变量进行控制。经济波动

程度(lngdp)，以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表示；行业人口规模(P)，由于有些省份细分行业从业人数未公布，

高耗能行业下属于工业所以采用工业每年平均从业人数代替；社会消费结构(Consume)，定义为城市消费

总额与 GDP 的比值，社会消费水平的高低体现出对产业升级中新产品新技术的需求程度；环境规制强度

(ERI)，定义为各省份对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 GDP 的比重。 
3) 机制变量：在进行低碳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机制分析时分析了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绿色技术创

新对碳减排的影响。产业结构(IS)以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值表示，第二产业多以工业为主，比值越大

则说明越偏向服务业，碳排放越少。能源消费结构(FS)用非能源消耗量与总能源消耗量的比值表示，比

值越大，能源消耗越少；绿色技术创新(Gtech)用各省份绿色发明的数量取对数表示。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4.1.1. 对碳排放量的影响 
表 1 列示了低碳试点政策对高耗能行业碳排放量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是控制了年份

固定效应、个体固定效应，而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2)~(4)列分别是加入了控制变量，并且对

控制变量进行不滞后、滞后 1 期、滞后 2 期处理的结果。结果表明，当控制了年份与个体固定效应后，

不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或者对控制变量进行处理，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为负且显著，表明低碳试点政

策有助于降低高耗能行业的碳排放量，同时验证了假设 H1 对碳排量的影响。 
 
Table 1. Impact of low-carbon pilot on carbon emissions of energy-intensive industries 
表 1. 低碳试点对高耗能行业碳排放量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不滞后 不滞后 滞后一期 滞后两期 
did lnCO2 lnCO2 lnCO2 lnCO2 

 −0.147*** −0.146*** −0.146*** −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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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4.09) (−4.07) (−4.03) (−3.90)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2 0.970 0.971 0.972 0.971 

观测值 360 360 330 300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下同。 

4.1.2. 对碳强度的影响 
表 2 展示了低碳试点政策对高耗能行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对于各个变量的设置与表 1 相同，相较

于控制组，低碳试点政策促进了试点地区高耗能行业碳排放强度的下降，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滞

后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促进作用逐渐加强。在低碳政策的指导下，传统产业逐步克服了能源依赖，

通过技术改造降低工业能耗，实现向新兴产业升级逐渐减少碳排放从而降低碳强度，这也证明了低碳试

点政策的有效性。同时验证假设 1 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Table 2. Impact of low-carbon pilot on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energy-intensive industries 
表 2. 低碳试点对高耗能行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不滞后 不滞后 滞后一期 滞后两期 

did CI CI CI CI 

 −0.173*** −0.146*** −0.157*** −0.160*** 

 (−4.77) (−4.26) (−4.29) (−4.38)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2 0.958 0.965 0.961 0.971 

观测值 360 360 330 300 

4.2. 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在政策实施之前，处理组与对照组存在相似的发展趋势，这也

是模型实施的关键假定即假定在政策实施之前，各省份高耗能行业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具有平行趋

势。因此，本研究借鉴 McGavock [30]的研究框架，基于事件分析法对平行趋势进行检验。具体而言，以

政策实施年份为基准，构建试点省份政策开始之前 3 年、实施年份、实施之后 5 年的年份虚拟变量与对

应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乘项，具体模型如下： 
3 5

2 0 pre _ s pre _ s current current post _ s post _ s1 1lnCO D D D contronlit it i t itS Sβ β β β β δ γ ε+ += =
= + + + + +∑ ∑        (2) 

Dpre_s、Dcurrent、Dpost_s 分别表示试点政策实施的之前的年份(仅包括前三年)、试点实施年份以及实施

之后年份(仅包括后 5 年)的虚拟变量分别与对应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乘项，βpre_s、βcurrent、βpost_s 分别为对应

的系数，其余变量含义与上文模型(1)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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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Parallel trend test of carbon emissions 
图 2. 碳排放量平行趋势检验 

 

 
Figure 3. Parallel trend test of carbon intensity 
图 3. 碳强度平行趋势检验 

 
从图 2 和图 3 中，我们可以发现高耗能行业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具有相似的平行趋势；政策实

施之前的 3 年与实施之后 2 年的回归系数虽然未通过平行趋势检验，但是已经有了下降的趋势，且系数

在政策实施第 3 年之后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政策的减排效应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在第 3 年才出现减排

效应。综上所述，处理组与对照组在低碳试点政策实施之前不存在显著差异，处理组与对照组是可以进

行比较的，满足共同趋势检验。 

4.3. 稳健性检验 

(一) 安慰剂检验 
除了本文所选取控制变量的以外可能还会存在其他的因素对处理组与对照组产生影响，导致对政策

效果的评估出现偏差，为了排除此类因素的干扰确保结果的稳健性，参考杨菲[31]的做法，首先对所有省

份随机抽取一个年份作为政策的实施年份，再对各个省份进行随机抽样确保所构建虚拟变量对高耗能行

业的碳排放没有影响。其次避免小概率事件的干扰，重复 500 次随机抽样，并根据上文模型(1)进行基准

回归。检验结果如图 4、5 所示，500 个估计系数呈正态分布，大多数都分布在 0 附近并且多数 p 值大于

0.1。因此，可以认为基准回归的结果没有受到其他不可观察因素的影响，不存在遗漏变量，解决了内生

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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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Placebo test of carbon emissions 
图 4. 碳排放量安慰剂检验 

 

 
Figure 5. Placebo test of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图 5. 碳排放强度安慰剂检验 

 
(二) 改变样本时间区间 
依据 CAEDs 数据库获取的碳排放量最新数据，本文的数据选取截止 2019 年，但是在 2017 年我国又

实施了第三批低碳试点，虽然在第三批试点中主要以城市为试点对象，没有以省区试点，但也可能会对

政策效果的检验产生影响。因此，将本文的样本区间进行调整设置为 2008~2016 年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三) 控制年份与个体的交互项 
前文对时间变量和个体变量分别进行了控制，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在此进行进一步的控制，即

控制随时间与区域变化的时空区域因素检验结果是否稳健。 
表 3 列示了改变样本时间区间及控制年份与个体交互项时的稳健性回归结果。第(1)列结果表明，改

变样本时间结果低碳试点政策的效果依然显著，说明不论是否存在第三批试点，低碳试点政策的碳减排

的效应是存在的；第(2)列结果表明，对变量进行进一步的控制仍然与原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并且在 1%
水平上显著，进一步证明了结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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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Results of the robustness test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改变样本区间 控制交互项 改变样本区间 控制交互项 
did lnCO2 lnCO2 CI CI 

 −0.131*** −0.141*** −0.131*** −0.141*** 
 (−4.43) −(4.22)  (−4.43) (−4.2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2 0.984 0.966 0.976 0.971 
观测值 270 360 270 360 

4.4. 异质性分析 

由于政策的实施会受到各省份地理位置、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等情况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低

碳试点政策对高耗能行业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 
1) 来自省份异质性的检验。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拥有大量的良好资源，具备绿色转型

的基础，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发展缓慢，产业能源消费结构还需改善，在政策的冲击下，东部更存在升

级转型的可能，所以碳减排的效果会更好，更显著。由表 4 的结果可知，低碳试点政策对东西部地区产

生了比较显著的影响，而中部效果不太明显，可能的原因是以省区为试点的中部地区只有一个省份，大

多数中部省份还未形成试点所以对于中部省份来说碳减排的效果较小。西部地区大多地区正处于发展阶

段，在产业结构方面可能存在后发优势并拥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故而减排效果更为明显。 
2) 来自地区人力资本异质性的检验。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促进行业的技术创新及产业转型，而

这些成功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优质的人才，故而各省份的人力资本的强弱也可能会导致对政策的反应出

现差异。本文采用各省份在校大学生人数来衡量地区的人力资本强弱。如表 4 所示，无论地区的人力资

本是否强弱都会降低高耗能行业的碳排放，但是人力资本弱的地区碳减排的效果却更好。其可能的原因

是人力资本强的地区主要以经济发展获取经济利益为前提进行技术创新而忽略碳减排，同时人力资本弱

的地区急需发展、吸引优质的人才，更注重地区的居民生活环境的建设更关注碳排放。 
 

Table 4. Results of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 4.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地理位置  人力资本  

东部 中部 西部 强 弱 
 (1) (2) (3) (4) (5) 

did −0.086* −0.061 −0.298*** −0.119** −0.155** 
 (−1.86) (−0.58) (−0.49) (−2.09) (−2.2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986 0.928 0.955 0.98 0.977 
观测值 144 108 108 165 195 

4.5. 碳减排路径分析 

基于前文对高耗能行业的理论分析可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以下两条渠道实现碳减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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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来减少碳排放；二是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改善能源结构减少碳排放。为了进

一步检验影响机制，本文参考宋弘等[5]做法，在原模型上进行中介效应模型的构建： 

it it it i tM 1did contronlα α α δ γ ε= + + + + +                            (4) 

2 0 1 it 2 it i t it itlnCO did M contronlγ γ γ δ γ ε= + + + + + +                       (5) 

其中，M 为中介变量，其他变量与上文公式(1)相同，模型(4)是虚拟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回归方程，公式(5)
是加入中介变量后，虚拟变量对高耗能行业的碳排放量的模型。若回归方程中 α1、γ1、γ2 均显著，则说

明 M 在碳减排 
过程中存在中介作用。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Table 5. Pathway test 
表 5. 路径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IS lnCO2 Gtech lnCO2 FS lnCO2 

did 0.234*** −0.128*** −0.181*** −0.125***   
 (−4.85) (−3.43) (−3.33) (−3.57)   

IS  −0.812*     
  (−1.95)     

Gtech    0.178*** 2.03E − 06** −8.70E − 06* 
    (−4.6) (2.27) (−1.77) 

FS      −0.091 
      (−0.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929 0.972 0.982 0.973 0.94 0.970 
观测值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由表 5 中第(1)列解释变量系数为正，说明低碳试点政策促进了产业升级，并且加入产业升级后核心

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低碳试点政策可以通过产业升级减少碳排放，验证假设 2。为了验证第二条减

排机制，本文首先验证了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然后验证能源结构的在绿色创新与碳排放之间是否

存在中介作用。第(3)列解释变量系数为负，说明试点政策的实施与绿色技术呈现负相关，其可能的原因

在于政府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碳排放成本占用企业的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抑制作用，第(4)列
再加入绿色创新技术之后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为负，证明了低碳试点政策可以通过绿色创新技术实现减排，

也证明了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第(5)列解释变量为正，表明绿色技术创新与能源结构成正相关，绿

色技术创新的提升促进了能源结构的改善。第(6)列解释变量为负，证明绿色技术创新通过改善能源结构

降低碳排放，因此验证假设 3。 

5. 结论与启示 

气候环境问题迫使中国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应对治理，其中低碳试点政策是中国采取的行动之一。

为推动低碳发展，中国分别在 2010 年、2012 年、2017 年开展了三批低碳试点工作，低碳试点政策的效

果评估对于“双碳转型”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通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基于 30 个省份中

低碳试点省份高耗能行业 2008 年~2019 年碳排放量以及碳排放强度的变化来探究低碳试点政策的减排效

果及减排路径，并采取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以及改变样本时间区间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进行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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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人力资本方面的异质性分析检验。 
研究结论如下：1) 相对于对照组，低碳试点政策减少了实验组高耗能行业的碳排放量以及降低了碳

排放强度，证明了政策实施减排的有效性。2) 碳减排路径分析发现，高耗能行业碳排放量较大，节能降

碳潜力巨大，低碳试点政策通过促进产业升级优化能源结构以及提高绿色创新技术的路径实现减排。3) 
在地区异质性方面，碳减排效果存在异质性，不同地区减排效果不同，西部的减排效果更显著，而中部

的减排效果不显著。4) 在人力资本异质性方面，相对于人力资本强的地区，对人力资本弱的地区碳减排

效果更显著。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四点政策启示： 
第一，高耗能行业能耗强度降低是实现“双控”目标的关键。因此，政府应根据各地区的资源禀赋、

产业基础及发展水平等实际情况，在严守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的前提下，科学规划高耗能

行业发展路径，推动高耗能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同时关注地区发展的异质性。 
第二，加强节能降碳技术创新力度，提高企业能效水平。技术创新是促进高耗能行业转型升级的关

键因素，在碳排放核算结果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强对高耗能行业节能降碳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政府应

积极引导企业开展能效水平评估工作，鼓励企业开展绿色设计和绿色制造，大力推广先进适用的节能低

碳技术；同时加强对高耗能行业节能降碳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力度，提高企业能效水平。 
第三，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调整是实现碳减排的重要途径之一，政府应引

导高耗能行业从传统的高碳产业向低碳产业转变，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减少能源消耗；同时加强对

落后产能的淘汰力度，迫使企业主动降碳转型。对于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应积极引导企业转型升级为绿

色环保企业，从源头降低能耗和碳排放。 
第四，加强与国际的合作交流。碳减排不仅要依靠国内努力和技术创新，还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政府应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与国际规则制定工作；同时充分利用国内已有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金

融市场等相关经验和成果，探索更多适合中国国情的减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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